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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农民起义的酝酿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侵入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经济从19世纪

40年代起出现新的深刻的变化。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已感受到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首先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个通商口岸，于鸦片战后迅速地畸形繁荣起来。而其中又以上海的发展变化为最

大。《南京条约》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这其中，除广州是旧有的

开放口岸外，其余四口于1843－1844年间相继开放。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福州和宁波贸易增长相对较慢。厦门的传统贸

易对象是台湾以及南洋的菲律宾，与欧美商人的需求也不尽一致。而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方便，又与丝、茶的传统

产地相距较近，因而鸦片战争一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开始把经济侵略的重心转向上海。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

口贸易已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从而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与清政府地方官员议定土

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始。接着，美、法两国也相继强行

划分了租界。于是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等还保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

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所谓“国中之

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他们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或租借地，开设商行，经营贸易，更有人走私、贩

毒、掠卖人口、充当海盗以及从事其他种种骇人听闻的活动。正如恩格斯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指

出的：这些人“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16世纪和17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甚至英国驻上海领事

也不得不承认，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放纵强暴，为全中国所诟病，也为全中国的祸患，是“欧洲各国人的

渣滓”。  

    其次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开始破坏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五口开放以后，英、美等国的资本家欣喜若狂。璞鼎查回国后，很

得意地告诉英国资本家，说是已经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兰开夏全部纺织厂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

常需要的布料。英国资本家也以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全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于

是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各种工业产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之类以及钢琴等等，也

大批运进来。然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商品经济在广大乡村地

区依然很不发达。那些潮水一般涌进来的外国货物，不得不大批地积压起来。从1846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量开始急剧下

降。因此对于外商来说，五口开放后短期的商业效果是极不理想的。不过进口商品由于价格便宜，尤其是英国商人为了摧

垮中国的手工纺织业，不惜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倾销其纺织品，因而逐步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为自己打开了

销路。这些地方的富裕阶层和商业人口穿用洋布的逐渐增多。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从1855年起重新上升。而东南沿

海一带的家庭纺织业也开始衰退，中国土布大量退出沿海城市市场。  

    再就是鸦片的输入有增无减。鸦片走私依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英、美来中国的商

人，几乎无例外地都参与过这项毒品生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也不便公开“弛禁”。英、

美等国的鸦片贩子们便无须交纳关税，肆无忌惮地将非法的鸦片贸易公开化。南起广东，北到奉天（今辽宁）的许多港

口，成了鸦片走私船经常出没的地方。鸦片输入的数量，40年代末，每年达4万多箱，50年代增至6万多箱；其价值也从1千

数百万元增到2千多万元和3千多万元。外国鸦片贩子每年从中国运走1千万元以上的白银。鸦片战争前已经很严重的白银外

流问题，这时已更加严重。银钱比价差额越来越大。1838年，白银1两换铜钱1 600文，1842年已涨到1 700余文，1849年更

达2 350余文。中国的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所受到的威胁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进行了种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反抗。鸦片战争时期，地处反侵略斗争最前

哨的广东人民，亲眼目睹了英国侵略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曾进行过有力的抵抗。鸦片战后，他们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

愈益高涨。在地方民间团体“社学”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和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多次抗争。

1847年3月，英军突袭虎门，闯入省河，准备强行进城。广州的社学壮勇立即武装戒备，广州城乡出现揭贴，号召“四民人

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清朝当局既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又害怕激起民变，只得约定英人两年后入城。而

到了1849年，当英香港总督文翰亲率兵船再次闯入省河时，南海、番禺各社学团练纷纷赶至河边，十余万人严阵以待，杀

声震天。文翰慑于广州群众的声势，只得再次暂时放弃入城要求，退返香港。  



    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使得中国国内社会各阶级之间，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化。此时立朝已二百年的大清王朝，

已经毫无振作的希望。因循守旧的官场习气，使得清朝官员中，为官清谨者但拘文法守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形成了

“贪与廉皆不能办事” 的可悲局面。各级官府，尤其是州县的所谓“亲民之官”，只知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把战费与赔

款的负担转嫁到广大纳税者，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头上，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望的境地。官府与人民大众（包括相当部分

的中小地主）之间的关系已更加恶化。早在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后一年，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向皇帝汇报

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

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到了50年代初，天地会系统的《万大洪告示》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

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

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人民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首先是抗租抗粮斗争不断涌现。南方是稻米的主要产区，东南更是清王朝所谓财赋之地。江

浙一带的佃农，面临愈益增加的地租剥削，曾多次掀起抗租斗争的风潮。与抗租斗争相表里的是针对官府的抗粮斗争。由

于钱粮的征收直接牵涉到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抗粮斗争的参加者更为广泛，其影响也更大些。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贫农占

有土地少，但赋税负担重，是抗粮斗争的主力。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则是抗粮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乃至组织者。据记载，

1842年湖北崇阳县的抗粮斗争，其领袖人物钟人杰是“有名行善富户”，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后因清廷“剿

灭”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1844年湖南耒阳和台湾嘉义的抗粮斗争，其领袖人物分别是富户、秀才和一

位武生。其后浙江、江苏、江西的几起抗粮斗争的领袖骨干，也都是些贡生、秀才、武举甚至医生。  

    清政府对各地的抗租抗粮采取了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逼使各地的斗争逐步演化升级为矛头直指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秘

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南方的天地会，因而空前地活跃起来。清代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以白莲教为主体的

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两大类。白莲教主要在长江以北活动。在嘉庆初年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及稍后

的天理教起义相继失败以后，其有生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及至道光年间，教门系统已逐步衰微。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南

方的会党系统开始日益活跃起来。会党系统中最早也是最大的组织为天地会。该会以“反清复明”、“替天行道”为宗

旨，在嘉庆、道光年间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天地会（包括其各支派）的势力，已遍及闽浙、两广、湘赣、云

贵等南方省份。据统计，在嘉庆初年，天地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事约每年10起左右，而到道光末年（40年代后期）每年平均

发生100多起，差不多增长了10倍。而这些武装起事，又相对集中于地域相连的广东、广西和湖南。面对天地会点燃的遍地

造反烽烟，清政府防不胜防，剿不胜剿，极大地耗散了自己的精力。  

    到了1850年，这些连绵不断的起义，终于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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